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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运动抗争政治的“媒戏化模式”
——大数据视域下的台湾学生“反课纲”运动
邹思容 *
一、“媒戏模式”的提出
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把政治文化看作是一个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的互动系统 [1]，政治输入的
主体、方式、路径、效果，是区别一个政治文化系统与另一个政治文化系统的重要指征。台湾青年运
动是台湾政治文化特殊的输入方面，作为政治参与者，其参与主体是最具活力的青年族群，参与方式
是有组织、大规模、群体性的运动方式，参与目标是抗争。它总是发生在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关键节点，
将社会的各种矛盾，如阶层矛盾、族群矛盾，用代际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台湾政治舞台不可忽
视的政治力量，其裹挟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影响甚至改写着台湾的政治文化进程，是研究台湾极
有价值的观察点与切入点。
以往的台湾青年运动研究，注重对其成因、诉求、过程、特征、路径、作用、影响、效果的研究，
缺乏对其运动模式的研究。本文借鉴电视节目模式的模式概念，电视节目模式是在成功的电视节目基
础上生成的，它包括节目结构、制作流程等一整套方案。模式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通行的语法，它可
以成功地跨时空复制，比如《中国好声音》就是引进《荷兰之声》（The Voice of Holland）的模式 , 后
者在几十个国家都复制成功。
摘 要：台湾青年运动一直属于表演型抗争政治，形成一种以戏剧化的思维与媒体化的逻辑组
织实施政治抗争的“媒戏模式”。大数据显示，认同性议题与事件性议题联手让台湾反课纲运动高居
2015 年度台湾舆论场的口碑榜首。论文围绕新闻发布与戏剧行动、新闻人物与戏剧角色、前台与后台、
演员与观众、议题与剧情等关系框架，对台湾“反课纲运动”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英雄、敌人、牺
牲者形象是青年运动的标配，媒介不仅是青年运动的传播工具，也是其表演舞台，甚至是组织机构。
抗争舞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年运动的规模、形式、甚至性质，而从抗争剧目可以看出不同的青年运
动之间的关联，甚至可以预测未来青年运动的走向。抗争政治如果不是以推翻体制为诉求，很容易采
取“媒戏模式”，深入研究“媒戏模式”，可以更好地把握台湾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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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其抗争式的政治参与，也存在着这种
可复制的成功模式。查尔斯 • 蒂利（Charles Tilly） 和西德尼 • 塔罗 （Sidney Tarrow）把之称之为抗争
剧目（repertoires），主要指“为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2] 它十分
类似节目模式，指的是政治参与者所采用的抗争形式和行动方案。它来自人类抗争历史的长期实践，“当
一种斗争表演获得了明显成效时， 它就成了未来表演的可资利用的范本。”[3]。这些范本包括集会、罢工、
示威、请愿、游行、占领公共场所、冲击官方机构、发起社会运动等，形成抗争剧目的清单，成为 19
世纪以来“大众斗争的主导形式”[4]。如果“不同的事件分享着共同的剧本”，[5] 这种不断复制演绎的
抗争剧目，就起到了模式的作用。
查尔斯 • 蒂利等在研究抗争政治时，不断使用“表演”“剧本”“剧目”这样的概念，证明用戏
剧学的理论研究社会运动可以获得新的发现。其实戏剧学理论与实践也不断把自己的触角从传统的戏
剧舞台，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大舞台。20 世纪 50 年代在日本、美国出现一种偶发艺术 [6] 的流派，艺术
家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场景都有可能变成演出场所。1968 年，理查 • 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第一
次提出环境戏剧（Environmental Theatre）概念，认为街头剧、政治示威、仪式表演、世界博览会……
都可以成为环境戏剧的演出形式，并由此诞生了人类表演学（Performance Studies），其划时代的核心
观念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当作表演进行研究。
受戏剧学理论的启示，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抗争政治分为两类：表演型抗争政治与革命性抗争政治。
表演型抗争政治指的是：以社会表演的方式表达抗争，集聚社会力量，用体制外的手段寻求体制内解决。
革命型抗争政治指的是：以真刀真枪的方式进行抗争，实施社会革命，用体制外的手段争取推翻体制。
两者的区别可以从不同的“占领”行动看出端倪。同样都是占领，占领冬宫的占领，目的是推翻沙皇（不
是要求换一个沙皇，而是推翻沙皇制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占领华尔街、“太阳花学运”的占领“立
法院”，目的都不是要推翻或取代对方。
一般来说，所有和平式的政治抗争，都是表演型的政治抗争，因为和平的方式，不可能直接动摇体制，
它只能通过“表演”，集聚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压力，迫使体制内进行解决。台湾青年运动，一直属
于表演型抗争政治。1990 年前的规模都不大，很像小剧场的演出。1990 年台北发生台湾战后史上最大
的青年运动——“野百合学运”，由于媒体前所未有地几乎无剪辑地用头版头条方式报道，参与的人
数一下暴涨。[7] 媒体不仅提高了青年运动的关注度，而且介入运动的过程，改变了运动主体的角色。
运动第三天，运动现场舞台上架起了一个银幕，学生直接可以看到电视新闻对他们的报道，曾任广场
总指挥之一陈信行说：“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面。那个状况更让在场的人觉得，好像自己是在全
台湾 2000 万人面前表演，大家就要好好演。”[8] 现场的银幕，像监视器那样，起到了给广场学生一种
舞台演员实时回看的作用，学生实时看到自己在 2000 多万人面前表演，强烈地刺激了学生的表演激情。
这样的学生运动，更像是一场电视真人秀。
台湾青年运动受到两股力量的巨大影响，一个是戏剧化，一个是媒体化。一方面，台湾深受福建
戏剧的影响，特别是歌仔戏、布袋戏，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形塑了台湾民众的戏剧文
化性格，深深影响着台湾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另一方面，政治媒体化，滥觞于台湾的“反对运动”，
标志性的是《自由中国》杂志，其中《美丽岛》杂志，就是民进党的政党雏形。此后伴随着台湾“政
治革新”后的“民主化”、“自由化”，政治媒体化更加活跃。“其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如下：‘政
治革新’带来政治文化的转型，政治文化转型产生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形成政党政治，政党政治采取
媒体政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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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政治的戏剧化与媒体化，二者相辅相成。戏剧化，制造了围观的观众，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也让媒体获得更大的收视率，提高了媒体的影响力。而媒体的报道，千万倍地扩容了围观的观众，扩
大了戏剧的传播面。本文把台湾青年运动受到戏剧化、媒体化的双重影响称之为台湾政治抗争的“媒
戏模式”。“媒戏模式”指的是政治抗争以戏剧化的思维与媒体化的逻辑进行组织与实施，使得政治
抗争既是一种表演，又是一种传播。它在公共空间以戏剧形式制造围观的观众，并吸引大众传媒的关注，
以符合媒体传播规律的方式不断放大与持续粘合这种围观，形成社会压力与影响力，以达到抗争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台湾反课纲青年运动为研究对象，验证由 1990 年代“野百合”
运动所总结的“媒戏模式”理论能否解释在新媒体、新技术条件下的台湾青年运动。本论文相关数据
说明如下：本研究系使用 OpView 社群数据库之资料，对 2014 至 2016 年 11 月台湾网络舆论进行全面
扫描，先依照该研究进行目标定义，再经关键字设定方式定义资料范围，从新闻、部落格（博客，下同）、
讨论区、社群网站四大类型来源中（见下表）总计共取出 1,145,843 笔资料。：
类型 网站数 频道数
新闻 159 1,734
部落格 25 1,064
讨论区 85 2,606
社群网站 7 6,624
总计 276 12,028
报告中相关专有名词定义整理如下：第一，声量。总声量是指命中关键字的主文及回文的总文章
数。声量计算方式，凡命中关键字的一则主文或回文，即算一个单位的声量。第二，来源、网站、频道。
来源依不同性质，区分为四个类别：讨论区、社群网站、部落格、新闻（专栏）。网站为来源下之内
容网页，如 PTT、mobile01、巴哈姆特、Facebook 等；频道则为网站底下划分的网页，例如 PTT 网站
中的美食板，美食板即为频道。第三，主文、回文。主文是指发文的文章，回文是指回覆主文的文章。
第四，社群活跃度 (S/N 比 )。社群活跃度，亦称 S/N 比。S 是指社群 (social)，包含讨论区、社群网站、
部落格，新闻（专栏）回文来源；N 是指 (News)，包括新闻（专栏）主文。S/N 比则是社群声量除以新
闻声量的比值，其代表意义是一则新闻主文声量能引发多少社群声量；此外，若数值大于 1，代表该
主题的声量来自社群讨论较新闻主文来源多。
二、台湾学生“反课纲”运动的网络口碑
邹振东团队利用台湾 i-Buzz 系统，通过事件关键词设定，统计分析台湾地区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
的网络热门话题，发现“高中课纲调整争议”高居榜首，大幅度超过第一阵营的第二名“八仙乐园派
对粉尘爆炸事故”和第三名“远雄大巨蛋争议”，见表 1[10] 
表 1：2015 年台湾网络热门话题 TOP20 排名
排名 议题 口碑数 事件类型
1 高中课纲调整争议 408,938 青少年、两岸
2 八仙乐园派对粉尘爆炸事故 285,160 安全
3 远雄大巨蛋争议 239,077 安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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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马会 185,611 政治、两岸
5 林凤营秒买秒退 125,293 社会、两岸
6 “总统大选”国民党粗暴换柱 124,493 政治
7 不分区“立委”选举 103,954 政治
8 李蒨蓉特权参观阿帕契 96,519 政治、社会
9 王如玄军宅案 85,279 政治
10 波卡风波 67,409 政治、社会
11 台南登革热 50,948 安全
12 网络红人杨又颖遭霸凌自杀 46,729 安全、青少年
13 雄监惊爆挟持案 36,664 行政
14 “割阑尾”事件 35,798 政治、法律
15 男子闯小学随机杀人 23,382 安全、青少年
16 复航客机坠基隆河 43 死 21,274 安全
17 江蕙封麦 20,153 娱乐
18 魏应充获判无罪 19,957 司法
19 法国连遭恐攻 130 死 16,293 安全
20 茶安风暴 15,247 安全、商业
数据来源：台湾“艾博司网路口碑研究中心”（i-Buzz Research） 
为什么习马会、八仙乐园大灾难事件、台湾“大选”都不敌反课纲议题口碑数？邹振东给出的答
案是反课纲议题属于认同性议题，其比事件性议题与政策性议题更容易持久。反课纲议题波峰的延烧
时间横跨四至五个月，而绝大多数其余话题网友关注的波峰时间仅为两个月左右。结论是：时间长了，
当然总量就高。见图 1
图 1：台湾 2015 热门议题 TOP20 口碑趋势
                   
邹振东的解释并不全面，一般来说，事件性议题像急性病，来得猛去得快，很快达到舆论的高峰，
生命周期短。而认同性议题像慢性病，往往不温不火，但绵绵不绝。认同性议题，可以解释台湾“反
课纲运动”口碑数波长的拉长，却不能解释其为何可以产生那么高的波峰。
只有拉开一个更长的周期，相对完整地观察“课纲微调议题”的生长周期，才能历史地把握到底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课纲微调议题”的舆论走势。下面是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期间，
以季为单位统计的“课纲微调议题”的声量趋势变化。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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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台湾课纲微调议题 2014-Q1-2016-Q4 整体状况声量趋势变化
                     
由图 2 可看到：2014 年 1 月 27 日台湾教育部门公布课纲微调，引发争议，认同性议题出现，第
一季累积约 2 万笔网络声量，接下来慢慢下降，各季平均 3600 笔，虽然数量不多，却始终不断。一年
多时间低位徘徊，直到 2015 年第三季，趋势线剧烈飙高，主要原因来自反课纲团体包围、闯入台湾“教
育部”，特别是学生团体发言人轻生表达抗争，事件性议题出现，引起社会大众关注与议论，单季累
积约 86 万笔网络声量。
单纯的认同性议题，一般卷不起大风大浪，如果没有事件性议题的介入，持续一年多的课纲微调
议题可能继续低烧运行。台湾课纲微调议题的舆论风潮是由认同性议题与事件性议题联手制造的。认
同性议题的发酵，为事件性议题的燃烧提供了火药，而事件性议题加剧了认同性议题的争议。
三、台湾“反课纲运动”“媒戏模式”的大数据分析
事件性议题不仅加剧了课纲议题的争议，也给“反课纲运动”加入“戏剧”。号召上街、冲闯“教育部”、
学生代表轻生，这一系列事件，把戏剧人物、戏剧行动与戏剧场面带入台湾课纲微调争议，制造巨大
的围观。课纲微调宣布一开始，媒体就在推波助澜，但始终翻不起大浪。事件性议题成为台湾课纲微
调议题网络口碑的重要节点证明，媒体化必须与戏剧化结合，抗争政治才能形成巨大的舆论风暴。
借助大数据，我们看到台湾“反课纲运动”异常活跃的媒体要素与戏剧要素，它们结构成一系列
的关系框架，使得政治抗争在传播中植入表演，在表演中放大传播，结构成媒体化运作与戏剧化操作
的“媒戏模式”。
（一）新闻发布与戏剧行动
如图 2 所示，“台湾课纲微调议题”有 5 个节点，都是媒体重要的新闻来源。台湾教育部门的公
布课纲微调方案是舆论的源头，但第一个节点并没有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整整一年后，台湾课纲微
调被判违法，这第二个节点是舆论剧情的反转，但舆论仍然只是轻度升温。舆论的陡起是从第三个节
点开始。下图以日为单位展开时间轴，统计 2015 年课纲微调议题第三季度的声量趋势变化，三个节点
分别是：”反课纲学生夜袭台湾教育部门”、“学生轻生表达抗争”以及“台湾‘教育部长’与学生
团体座谈会”，从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1 日为期四周，便创下累积约 75 万笔的讨论声量。
图 3：台湾课纲微调议题 2015 年 Q3 声量趋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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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节点，都属于新闻发布，但不是戏剧动作。大家在看新闻，还不是看戏。议题的相关人，
还是在各自的领域活动，各说各话，有冲突，但不是戏剧冲突；有活动，但不是戏剧行动。亚里士多
德对悲剧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行动，曾被认
为是戏剧的第一要素。1545 年意大利戏剧理论家基拉尔底 • 钦提于首先提出戏剧“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 的概念，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行动三者之间要保持一致性。这个从亚里士多德《诗学》
萌发的种子，最后在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中开花结果。舆论的前面两个节点，无论是公布课纲微调还
是判断课纲微调违法，都是议题方单独的亮相行为，尽管引发争议，还没有构成戏剧行为，当学生夜
袭台湾教育部门时，课纲微调议题的两组角色，就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正面交集，戏剧就开始了。
新闻的发布最终转变成戏剧的事件，课纲微调也从对政策的争议，转变成对政策的抗争，青年学生运
动至此形成，舆论的高潮到来了。
（二）新闻人物与戏剧角色
新闻应具备 when( 何时 )、where( 何地 )、 who ( 何人 )、what( 何事 ) 和 why ( 何故 ) 这五个要素，但
五要素的“何人”，未必是人格化的人，可以是机构或组织，只是对于新闻来说，人格化的人更有传播点。
戏剧的行动，则一定是人物的行动，戏剧的角色必须是真实的个人，不能是机构或组织。一个事件，
可能有新闻人物，但未必有戏剧角色，戏剧角色必须有冲突的相对方，即便是是独角戏，也有隐藏的
对手戏。抗争政治不仅可以提供新闻人物，还可以提供戏剧角色。下图是大数据呈现出来的台湾课纲
微调议题的人物关系谱。[11] 
图 4：台湾课纲微调议题的人物关系图谱
                                  
无论是教育圈还是政治圈，新闻人物都构成密集的关系网，并且形成对立的两大阵营，分配为不
同的戏剧角色。从人物关系图谱可以看出，主角还是在教育圈，一个是“教育部长”吴思华，另一个
是反课纲高校联盟发言人林冠华。所有的关系链条几乎都指向他们两个。在抗争政治的反课纲学生运
动看来，前者是他们的敌人，后者是他们的英雄。敌人必须丑化，吴思华在座谈会现场的一个怪异表情，
被做成表情包在学生网络里疯传。而英雄必须牺牲，特别是林冠华的最后烧炭自杀，把“反课纲运动”
变成悲剧事件，并把舆论推向高潮。
（三）前台与后台
新闻不需要舞台，但戏剧需要舞台。没有舞台就没有戏剧。抗争政治同样在寻找自己抗争表演的
舞台，这个舞台一般都是公共空间，是入群密集的区域，或者标志性的公共空间。无论集会、罢工、
示威、请愿、游行、占领公共场所、冲击官方机构，都需要选择这样的公共空间。这一方面是方便围观，
引发现场关注，另一方面，也容易吸引媒体，特别是方便视觉媒体的报道，即便是平面媒体，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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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的抗争表演，也蕴藏着丰富的图片素材资源。所有的抗争运动，都有一系列可传播的公共空间图片。
抗争表演选择的公共空间，就是抗争政治的前台。其它都是后台，后台是为前台服务的。走在前
台的就是演员，藏在后台的就是导演团队与制作团队。公共空间是抗争政治最鲜明的戏剧化标志。抗
争运动的策划者第一个要选择的就是抗争政治的表演区域。“占领华尔街”运动选择的是华尔街，太
阳花学运选择的是台湾“立法院”，香港“占中运动”选择的是中环。在台湾“反课纲运动”里，这
个公共空间，首选的就是台湾“教育部”办公地点。
在新媒体时代，抗争政治的前台与后台界限不那么清楚，可以出现多个表演区。以前媒体属于后
台，是为公共空间的表演区服务。媒介里虽然也有表演，比如电视直播静坐，但很明显，静坐的表演
区还是在公共空间。新媒体的出现，直接给抗争政治提供了新的表演区，自媒体成为媒介里的公共空间。
从下图可以看到，台湾课纲微调议题的网络舆论声量，95% 来自互联网社群，只有 5% 来自媒体报道。
 图 5：台湾课纲微调议题的声量来源分布
                        
在台湾课纲微调议题里，即便是把新闻回文的 30% 声量归给大众传媒，那么也有 65% 的声量直
接产生于网络社群。下图是新闻曝光与社群声量的排行。
图 6：台湾课纲微调议题新闻与社群的声量排行。
                               
图 6 中的新闻热门频道，它们还是台湾“反课纲运动”的后台，而社群热门频道则是“反课纲运
动”的前台。从新闻频道看，声量的数量，从高到低呈现阶梯式的递减，各频道声量相差不大，说明
人们接受“反课纲运动”的新闻信息来源，还是非常均衡，属于平衡报道，没有出现信息封锁、信息
垄断或一边倒的现象。但网络社群却从高到低出现断崖式的下降，PTT 一支独大，成为“反课纲运动”
的主表演区。
（四）演员与观众
抗争政治在新媒体时代前台与后台的变化，也导致演员与观众的变化。冲突的抗争政治，因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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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的限制，只有少数人作为演员。比如，威胁跳楼自杀的人不可能太多，即便是广场集会与大游行，
人数上万就很了不起了。其人员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作为观众出现。但新媒体时代，这种现象发生改
变，自媒体开始成为人们另一个表演区，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在这里留言、评论，进行表演。在这样
的政治抗争“新剧场”里，演员与观众的界限模糊了，大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台湾课纲微调议题，
可以看到演员阵容的分布。见下表：
表 2：台湾课纲微调议题热门频道排行
抗争政治中，新媒体表演区的演员与公共空间表演区的演员有如下不同：公共空间演员一般是抗
争者，新媒体演员大量出现反抗争者。公共空间演员一般是代表者，新媒体里演员无需代表，每个人
都是演员。公共空间演员纯粹是演员，角色一般不变化；新媒体演员随时转变为观众。大家互为演员
互为观众。公共空间演员以剧组的形式出现，一般有剧本。新媒体演员以抱团的形式出现，一般没有
统一的剧本。
“反课纲运动”的参与者出现既高度重叠又高度分化的特点。高度重叠指的是演员与观众，大家
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角色随时变换。高度分化指的是不同阵营的演员与观众彼此区隔，不同的演员
有不同的观众，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到固定的场所，观看表演或自己表演。最主要的两个场地就是 PTT
八卦版与雅虎新闻生活区两个频道。这种高度重叠与高度分化，在各种媒体平台中，形成一个个“政
治剧场”，固定的演员、固定的观众、固定的剧目，产生一种相互取暖、各自内卷化的“媒体政治剧
场效应”。
这和传统政治抗争的“媒戏模式”有很大不同，传统的政治抗争，表演区主要在公共空间，对
立双方的“演员”在一个表演区，观众无法严格的区分，形成“公众的观众”，即使通过传统媒体
传播，受众也没有严格的区隔，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立场，可以选择不同的媒体，但受众是分散在
各处的，彼此无法联系，也无法确认对方的立场。但“媒体政治剧场”却让不同的观众区隔起来，
你进入一个剧场，就进入一个族群，形成“族群的观众”，你不仅观看表演，而且参与表演。这种
内卷化，加剧着台湾族群的分裂。虽然也有中性的讨论空间，理论上有彼此交流的机会，但声量微
乎其微。
（五）议题与剧情
“反课纲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表演，是有剧情的，这个剧情，就是舆论的议题。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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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台湾课纲微调议题争议类别的社群讨论声量 [12] 
                                                         
台湾“反课纲运动”发起者最先打出的旗号是“反黑箱”，正如台湾《旺报》的评论：“现在在台湾，
要想攻击某项政策，最好的办法已经不是针对内容找到问题，而是直攻程序问题，将之打上黑箱的标签，
即可义正辞严的加以批驳。”表面上，“反黑箱”是“反课纲运动”最重要的动员诉求。但大数据分
析的结果，却让真相大白。意识形态的话题，远高于程序黑箱的话题。从戏剧角度来看，“反课纲运动”
是一个双线剧情。戏剧的表面情节是反黑箱，但真正的情节主线还是意识形态争议。“台湾史”比例与“中
国化”是核心的争论议题，也是最重要的剧情。
四、结论与启示
“反课纲运动”的大数据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抗争政治“媒戏模式”的存在，随着新技术新媒体
的出现，“媒戏模式”拓展出新功能，演化出新形式，媒体化与戏剧化进一步融合。对“媒戏模式”
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台湾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一）抗争政治如果不是以推翻体制为诉求，很容易采取“媒戏模式”。抗争政治以戏剧表演吸
引注意力，以媒体传播扩大影响力，最后在社会形成号召力，三力集合，就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抗争政治的媒体戏剧化，使得抗争政治必须遵守戏剧规律与传播规律，必须掌握表演技巧与提高媒介
素养。反过来，对抗争政治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政治研究、社会研究的层面，而应该借助戏剧理论、
表演理论、媒介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把抗争政治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在社会运动体系框架中，青年运动采取“媒戏模式”的概率最大。历史上来看，青年运动
一般不以推翻体制作为运动诉求，他们最频繁提出的政客下课、政策修改、抵制某货、某某道歉、追
究责任、惩办凶手、公布真相、改善待遇等，都是可以通过程序在体制内解决的诉求，所以，他们绝
大多数采取“媒戏模式”开展抗争。青年学生群体相对于其它年龄层有更强的表演欲，更愿意采纳用
戏剧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他们又是媒体广告最看重的消费群体，是媒体最重视的受众。相比其他族群，
青年运动更擅长运用“媒戏模式”进行抗争。
（三）从抗争剧目可以看出不同的青年运动之间的关联，也可以预测未来青年运动的走向。有抗
争表演，就有抗争剧目。不同的青年运动可能属于同一个剧目，或者同一个青年运动，采取不同的剧
目。而且不同的青年运动之间，可能存在抗争剧目的传承。比如，台湾“野百合运动”，就是台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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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动的一个剧目之母，台湾后续的青年运动，或多或少都以它为模板，连名字都有连贯性，比如“野
百合运动”与“野草莓运动”。有意思的是，全世界各种抗争运动，很多都用植物命名，台湾也是如此。
台湾舆论场与香港舆论场存在着一种“交叉传染”现象，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两地青年运动之间的剧目
影响。比如香港“占中运动”就是学习、模仿、借鉴了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剧目形式。这种剧目的
模仿借鉴，比人员之间的交流，对运动的影响更深刻。而未来的青年运动，也可以从它的相关迹象，
预测它将采取什么样的剧目形式。
（四）通过演职人员表可以更深入地分析青年运动的组织系统与运动方式。有抗争表演，就有演
职人员。过去对青年运动主体的分析，往往笼统将之称之为组织者与参与者，其中组织者最多细分为
领导者与骨干分子。但“媒戏模式”的研究，就可以把青年运动分为剧组与观众，而剧组又可以细分
为表演者系列与制作者系列。对表演者系列，可以研究表演风格、表演流派与表演惯习。而制作者系列，
则可以分为编剧、导演、副导演、制作人、出品人、剧务主任以及舞美、视频等各种工种。不同的编剧、
不同的导演，就会有不同的戏剧，同样，不同的剧组就会有不同的抗争表演运动，他们的习惯，会直
接影响运动的性质、规模与走向。比如有学者以运动惯习为维度，将台湾青年运动者划分为“议题型”
与“事件型”两类。前者话语策略偏向草根，不禁粗口，敢于暴力对抗，主打“陈情”“喊冤”，偏
爱绝食、卧轨、上血书这类刺激性表演方式。后者的话语偏向精英，不说脏话，不暴力抵抗，抗争时
还不忘垃圾分类与地面清洁，往往选择静坐、游行等理性表演方式。 [13]
（五）抗争舞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年运动的规模、形式、甚至性质。有抗争表演，就有抗争舞台。
不同的舞台，决定了戏剧的容量与形式。一个导演在排一出戏时，首先就要考虑在哪个舞台表演，同样，
抗争运动者首先也要选择抗争表演的表演舞台。青年运动最喜欢的舞台就是标志性的公共空间与具有
权力象征的建筑空间，比如广场、大街与权力者的办公场所。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万人剧场（运动场），
就办不了万人的演唱会。同样，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可以容纳万人的广场，就很难组织上万人的静坐示威。
香港的青年运动为什么很难像台湾那样聚集动辄聚集几十万、上百万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台湾那样
巨大容量的公共空间。香港特首办公地点前没有广场，使得香港特首办公场所外几乎没有大规模静坐
活动。而且香港没有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对隔离的巨大公共空间，青年运动一占领公共空间，就容易扰民，
就不容易得到市民长期支持。相反，台湾因为有“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百万倒扁在这里发生，
25 万人送别洪仲丘也在这里上演。从表演空间出发，可以对台湾青年运动的运动形式进行梳理、归纳
与预测。
（六）媒介不仅是青年运动的传播工具，也是其表演舞台，甚至是组织机构。有抗争表演，就有
抗争传播。媒介，改变了青年运动。电视直播时代的青年运动，不同于广播时代的青年运动；而新媒
体时代的青年运动，也不同于电视时代的青年运动。媒介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是传播工具。某种意
义上说，没有媒介，就没有近现代青年运动。如前所述，青年运动一般不以革命为目的，他们的抗争
行动主要是抗争表演，但现实空间的表演，人数再多也有限，只有传媒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放大传播效应。
青年运动要做的就是按照传播规律提供给媒体最感兴趣的内容，由此，青年运动就不能不受到媒介法
则的影响与制约。比如百万倒扁运动，为了给电视直播更好的可视感，就根据航拍效果将游行路线设
计成俯拍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倒扁图腾。
新媒体时代，媒介的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媒介不再是纯粹的传播工局，媒介也变成了表演的舞
台，是抗争政治另一个表演区，它扩容了青年运动的演员阵容，而且让演员与观众的角色界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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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既是在新媒体围观的受众，也是在新媒体表演的演员。新媒体对青年运动的一个新的影响是
新媒体成为青年运动的组织机构。比如“g0v 零时政府”，这是由一群程序员于 2012 年底发起成立的
台湾线上社群，在反服贸协议运动一开始，他们马上透过网络协作平台“Hackfoldr”成立反服贸专区，
为运动的信息发布、资讯汇整、场内通联提供专业支持，并在脸书上成立“反黑箱服贸协议”社群，
一周内有 35 万名粉丝加入，贴文触及总人数超过 430 万人。[14] 
（七）英雄、敌人、牺牲者形象，是青年运动的标配。有抗争表演，就有角色塑造。抗争剧目的主角，
必须是英雄，因为他抗争的一定是强大的力量，巨大的压力下，就会产生英雄。不过，青年运动近来
出现一种解构主义倾向，青年学生群体越来越对青年学生领袖的动机与角色产生怀疑，质疑其出风头
捞取个人资本的功利性，担心反权威的结果又塑造了一个权威。加上新媒体的出现，人们表达诉求的
渠道更加畅通与多样化，社会压力不容易聚集成一个运动。
没有英雄的运动是很难达到高潮的，而英雄的出现，必须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抗争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没有抗争。敌人不仅给英雄的存在提供价值，而且给群体的抱团提供黏合剂，所谓同仇敌忾。
更重要的是，只有敌人，才能给青年运动这个台风，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汽。如果没有敌人，也要制造
一个敌人。在台湾的政治选举中，为什么中共不参加选举却屡屡被提及，就是因为有人需要制造敌人。
敌人最好是能够具象化与人格化，因此，对方阵营里某个人物的出格、出错、出丑，就会被抗争
政治无限放大。这一次的台湾“反课纲运动”，找到的敌人就是台湾“教育部长”。对敌人的塑造，
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邪恶化，一个是丑化，总之都是妖魔化。把敌人邪恶化，容易把运动变成悲剧。
把敌人丑化，容易把运动变成喜剧。
角色塑造中，一个最为关键的角色是牺牲者形象。绝食者、卧轨者、跳楼者、自焚者……牺牲者
会创造巨大的悲情，为抗争运动提供巨大的能量。从台湾课纲微调议题口碑趋势就可以看出，正是林
冠华的烧炭轻生，把运动推向高潮。
最后要总结的是，抗争政治的“媒戏模式”，由于其抗争行为选择了戏剧化、媒体化的方式，相
比于革命的行为，对社会的冲击无论是强度还是烈度都大幅度减少。但也正因为它处于一个安全的阀
域里，反过来便于抗争政治频繁使用，时不时制造社会的震荡。特别是所谓的“媒戏模式”，青年人
可以玩，其他主体也可以玩。一个青年运动，表面上是青年人在唱主角，其实暗潮涌动，各种政治人物、
政治实力，都在台前幕后影响与推动剧情的发展。用大数据一分析“反课纲运动”，幕后的政治人物、
政治势力就会暴露出来。戏剧化、媒介化的青年运动，演得过头，或者穿帮，就会走向目的的反面。而“媒
戏模式”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人们认识青年运动的实质与呈现方式，并把握青年运动的规律。
“媒戏模式”进入新媒体时代，出现了一种“内卷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 (Chifford 
Geertz) 用内卷化 (involution) 一词描述这样一种现象：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
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15] “如果一个社会或组织长期在简单层次上
与内部系统里自我重复、自我消化，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内卷化”。不仅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会出现内
卷化现象，在现代的互联网社群，同样面临“内卷化”的风险。
从大数据看台湾课纲微调议题，声量排名第一的频道 PPT 的八卦版，其声量占比是 23.58%（见表 2），
与之相对比的是新闻媒体的声量占比是 5%（见图 5），也就是说，在台湾课纲微调议题里，PTT 一个
频道的声量，是整个新闻媒体声量的近 5 倍。这已经不是关键少数，而是压倒多数，在台湾课纲微调
议题这个舆论场，其声量几乎完全由 PTT 八卦版主宰。PTT 八卦版的方向，决定着课纲议题的舆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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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其影响的人群就是青年学生，PTT 八卦版是“反课纲运动”的真正大本营。
如果不看大数据，人们可能会被新闻媒体的相对平衡报道，或者被 Facebook 的多元评论所迷惑，只
有从大数据分析，才能够发现 PTT 八卦版这个庞大的媒体帝国。其一边倒的舆论方向，已经成为左右台
湾政坛一支独大的舆论力量。台大 PTT 是以学术性质为目的，提供各专业学生实习的平台，是台湾最大、
而且更可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布告栏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掌握着台湾最活跃的年轻族群。
PTT 标榜在网际网路上建立起一个快速、即时、平等、免费，开放且自由的言论空间，拒绝政治
势力与商业利益的侵蚀，不接受任何政治、商业的合作申请，绝大部分管理者由在校学生与毕业学生
民主产生。可是，青年学生追求的民主、平等、开放，放在一个特殊的时空，却可能走向目的的方面。
一个理想的社会公众讨论空间，应该允许多元主体与多元声音的存在，政党、政治人物、意见领袖、
社会团体、所有的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发声，声音可以碰撞，观点可以交锋，但 PTT 不可能做到，
严格的注册制度，使得 PTT 不可能向 Facebook 那样向全社会开放，在 Facebook 里，每个人、每个组
织都可以有自己的账号，有自己的粉丝团。而 PTT 的平均年龄大约 21 岁，它连不同年龄的族群对话
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其它族群的交流了。
PTT 当然可以自我辩解，互联网平台各有分工，不能要求所有的平台都对全社会开放，都允许所
有利害方进行平等和充分地交流。但是，当 PTT 从学术性质的学生平台，转为讨论社会公共议题时，
就变成为社会公众讨论空间，其族群的单一化就制约了其成为理想的社会公众空间的合理性，特别是
当它一支独大，以压倒多数的规模，加上其一边倒的倾向，俨然变成了一个媒体帝国，成为舆论场的
超级大怪兽，成为意见输出的垄断托拉斯，从而加剧了其对公民社会的侵略性以及对舆论空间秩序破
坏性的风险。一个学生为主体的学术性质的平台，不足以担任如此重任的公共平台角色，就像一颗大树，
不可能生长在盆景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PTT 在改变台湾，而且这种改变，目前几乎没有制衡的力量。更为严峻的是，
两岸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对 PTT 的研究普遍缺乏。以 PTT 为驱动器，台湾青年运动的内卷化将
越来越严重，这是大数据与“媒戏模式”研究台湾课纲议题，带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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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Drama Mod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aiwan’s Youth 
Movements: the Anti-Curriculum Move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Zou Sirong
Abstract：Taiwan’s youth movements have all the time been an interesting form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featuring an intriguing fad in which social media and dramatization/self-dramatiz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produce a desired theatrical effect. Big data shows Anti-Curriculum Changes Protest, dramatically 
accentuated by a mishmash of sensitive identity issue and other sociopolitical topics, became an exclusive 
“story” drawing enormous attention to itself in 2015. The paper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Anti-Curriculum 
Changes Protest, investigating in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publishing/updates and drama 
action, news characters and drama roles, front stage and back stage, actors and audience, issues and plots, and 
so forth. Using big data and analytics, the paper finds that activists in this youth movement were intentionally 
presented as heroes, enemies, and victims, who have become kind of configuration guides for contentious 
politics like this. The role of media is three-fold. It is primarily a channel for articulating messages and ideas. 
It can also function as a platform for mediating theatrical performance. It may even serve as kind of agency 
to sponsor/organize activities.The way it operates shapes up, to some extent, the scale and the form of youth 
movements. Sometimes, it can also affect its nature. Examining the “repertoire” of the youth movement in 
question reveals the underlying connections among various youth movements, and also points to possible new 
directions of youth movements in general. If contentious politics was not to overthrow the establishment, it 
may very well easily slide into the so-called the “media-drama mod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media-drama 
mode” is therefore important for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s youth 
movements.
Key Word: Taiwan’s Youth Movements；Contentious Politics；Anti-Curriculum Change Protest Movement；
Dramatic
